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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1925 年孫中山因病去世，全國掀起哀悼熱潮，而國民黨也順勢展開一連串悼念

活動，並在北伐完成和中山陵建成後持續派政要出席相關活動。他們持續性的紀

念即使遇到剿匪、九一八、國共合作及八年抗戰，不單沒有停止，還在不同時候

賦予不同政治內涵。還有民間的反應例如媒體評論，也是同時參與在這場持續紀

念當中，並跟國民政府一同抬舉孫中山成為全國普遍性的國家圖騰。本文今次會

以國民政府 1927 至 1945 年之官方紀念及《大公報》社評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

討兩方在營造孫中山作為國家象徵過程中的異同，帶出兩方在每年孫中山忌辰為

孫氏進行包裝的同時，是合作「唱好」孫中山，還是分庭抗禮各表心中的「孫中

山」，藉此明白孫中山國父形象及國民政府與傳媒之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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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所謂的「國家象徵」，即是泛指能夠代表某國家的一種或多種事物，反映該國家

價值觀，它亦是國家政治圖騰及文化載體，並通常被用以增強國民自我認同。本

文提及的主角孫文（下稱孫中山、孫氏），因指導革命組織推翻帝制，創建共和

政體，後來被國民政府於 1940 年追封成為「國父」。1 

 

1925 年 3 月 12 日，孫中山因病去世，消息傳開之後，全國廣泛舉行大大小小紀

念和哀悼活動。而正跟北洋政府對抗的國民黨，亦把握機會高調悼念孫氏，並對

《總理遺囑》等言論包裝成為思想教育以推廣出去，而 1929 年舉行的南京奉安

大典，更是整個悼念中的最高潮，不少政要和民眾親睹這場盛大的儀式。孫氏紀

念不單令國民黨贏得威望以鞏固政權，且令孫氏革命先驅的形象深入百姓記憶。

在共產黨奪取中國大陸統治權之前，全國各地有不同形式的孫氏崇拜，即使遇到

剿匪、九一八、國共合作及八年抗戰，不單沒有停止，還在不同時候賦予不同的

政治內涵。多年來的紀念表示著孫氏已經從國民黨黨員認同的「總理」，被抬舉

成為全國普遍性的國家圖騰，這都是國民政府有意無意營造氛圍的效果。 

 

關於近代中國以來的國家象徵之討論，隨時間推移愈來愈多，亦幫助我們更全面

了解國家象徵的制定與國家政經發展的關係，大部分論述集中於描述和分析孫氏

身後治喪活動細節，並與古時的帝王崇拜相提並論，解構政權如何透過偉人葬禮

來強化自己的正統性。 

 

要細數較為深入探討的，包括陳蘊茜著作《崇拜與記憶》，主要將政治意識與個

人崇拜扣緊，從大量原始資料、媒體、地方文本中，引證國民黨如何透過政治影

響力去滲透民眾的記憶，尤其她對整個奉安大典的儀式分析細緻，並得出國民黨

努力利用民族主義思潮將孫氏塑造成鞠躬盡瘁的建設者。2潘淑華就進一步將時

間線推前到蔡鍔、黃興去世的時候，透過這兩人的葬禮，反映背後國民黨內兩派

政治角力如何融入「死亡文化」，同時表述北洋政府如何利用葬禮來挽回威信，

而蔡、黃支持者又透過儀式來爭取主導政治的籌碼。3再早一點，王來兵碩士論

文關於黃花崗烈士崇拜討論，也從黃花崗陵園的建造、建築空間和儀式紀念來指

出烈士如何被詮釋成為愛國和維護政權合法性的工具，令民眾覺得「烈士等如愛

國」，可見國民黨偉人紀念的營造在孫氏在生時就已經進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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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政府訓令渝文字第三一九號〉，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渝字第 254 號，1940 年 4

月 3 日，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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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淑華，〈國葬：民國初年的政治角力與國家死亡儀式的建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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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來兵，〈現代性轉型背景下的權力與建築—廣州黃巧崗烈士陵園建築巧間中的政治話語與政

治儀式（1911—1927）〉，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論文，2016 年 5 月。 



 

由於孫氏的死亡與喪禮已有多人作出討論，故此本文不想浪費篇幅重新評述，而

是將以孫氏身後官方紀念為主題，反思他們如何成功將偉人營造成為民眾推舉崇

拜，而又代表國家的圖騰象徵。本文旨在探究孫氏死後成為國家象徵一部分的過

程，為了令探究更具立體，除了引用官方紀念規定及行動，亦著重討論民間反應，

尤其是影響力巨大的平面媒體，是如何同時參與這場國家象徵的塑造。 

 

今次會以《大公報》之社評作為除國民政府外的另一主要研究對象。1926 年後

由著名報人張季鸞等人主持的《大公報》，雖然標榜不靠攏國共兩黨，但仍然在

每年孫氏忌辰（3 月 12 日）發表紀念社評，對輿論營造有一定的影響。5到底《大

公報》如何透過社評表達他們心中的孫氏，以及在國家意識和讀者需要這兩方面

衝擊中，加了甚麼聲音，在每年紀念中填塞甚麼元素，這些都是值得去討論。 

 

所以，文章會著重運用《大公報》報導6，從 1927 至 1945 年間孫氏忌辰官方紀

念儀式規定及領袖／政要致辭、《大公報》社評回應兩大方面，探討兩方在營造

孫氏作為國家象徵過程中的異同。本文以時代劃分，即孫氏去世至北伐成功前、

北伐成功至抗戰前、及八年抗戰期間。每時代亦分兩部分評述兩方情況，第一部

分是國民政府的官方紀念分析，反映他們如何藉孫氏鞏固自己北伐後的政權威信，

又在抗戰遷都重慶時，怎樣拿孫氏團結國民；第二部分是《大公報》社評，到底

他們的「孫中山」是否跟政府的一樣，他們又如何回應政府的意圖。而最後藉比

較兩方異同，帶出兩方為孫氏進行包裝的同時，是合作「唱好」孫氏，還是分庭

抗禮各自表述自己的「孫中山」，最後冀能表達到孫中山國父形象及國民政府與

傳媒之間關係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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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集，〈憶我的姑父張季鸞二三事〉，香港：《大公報》，2002 年 6 月 17 日。 

6
 《大公報》1902 年在天津創刊，張季鸞於 1937 年 9 月決定遷至漢口續刊，再於翌年 12 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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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孫氏去世至北伐成功前之孫中山紀念 

 

每年3月12日孫中山忌辰，官方都舉辦紀念儀式。其實早在孫氏去世半年後（1925

年 9 月 12 日），由廣州國民政府宣布定 3 月 12 日為「大元帥逝世紀念日」，要求

各機關學校放假及紀念。7當時北洋政府仍是國際普遍承認代表中國的政權，在

北伐完成之前，南方國民黨政權並非堅固。面對如斯場面，他們一方面要解決內

部矛盾、應對北洋政府，另一方面要推舉代表人物提升威信，孫氏倡導民主政體

建立民國，無疑是國民黨推廣之首選。所以他們在翌年孫氏忌辰當日便要求全體

廣州市民在觀音山鳴炮後默哀三分鐘，同時要各機關團體下半旗。8 

 

這段時期除國民黨大本營廣州外，也偶爾有一些城市的黨員、學生自發悼念，例

如北京大學學生會在 1927 年辦演講會，邀請周作人等嘉賓出席，上海的國民黨

員也在法租界開追悼會，當地總工會亦率領廿萬工人默禱三分鐘，9北方地區如

天津，在《大公報》鮮見相關紀念報導，應是北洋政府冷淡處理之緣故，但有民

眾自發去紀念。可見雖然官方紀念儀式規模和作用都有限，但並不代表其他人不

去悼念，而且這樣情況為日後國民黨公開在其他地方悼念有民意上之基礎。 

 

至於當時總部設在天津，剛由張季鸞主持的《大公報》，又怎樣去「宣傳」孫氏

呢？首先要了解該報版面安排和社評內容，很明顯地在孫氏死去頭三年忌辰當天，

該報的頭版必見到有關孫氏的社評，在 1927 年忌辰更見到孫氏遺像在報頭上，

可見到那邊的編採人員對其重視。即使在天津因北洋政府的控制鮮有公開孫氏紀

念，民眾至少也可以透過閱報了解孫氏的事蹟，傳媒在這裡發揮引導輿論的作用。

而他們透過社論說了甚麼話，我們又可以看 1927 年的內容（見本文下頁）： 

 

今天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紀念日，全國各地，國民黨黨員不用說，就是非國民黨

員，也有許多人在那裏紀念他。我們就是拿這種資格，在這裏說話。論起孫中山可

以紀念的事，當然很多，他那寬厚博愛的性格、堅苦卓絕的精神、高遠敏銳的眼光，

都不失為偉大人物之特徵，可為後人景標，直至臨死，念念不忘。果然逝世不過兩

載，外國人在中國八十年侵略政策的收穫，看看一處處根本動搖，使外國人對待中

國發生一宗不敢藐視的覺悟。自然而然，要以平等相待，這實在是孫先生最大功績，

也就是孫先生和別個偉人名士不同的特點。所以不僅他的黨徒應當紀念他，凡是中

華民國國民都不應把他忘掉，因為他是拿中國國際地位提高，為民族解放而向世界

奮鬥的。他不單是中國歷史上人物，而且有世界的價值，不能僅僅把他看作國民黨

黨魁為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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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政府令第 54 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公報》第 9 號，1925 年 9 月，頁 20 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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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北大孫中山紀念會記〉〈上海之中山紀念〉，《大公報》天津版，1927 年 3 月 13 日，第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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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紀念〉，《大公報》天津版，1927 年 3 月 12 日，第 1 版。 



張季鸞在社評說當時天津很

多人都來紀念孫氏，似乎跟

北洋政府的冷淡處理大相逕

庭，他的說話似乎向北洋政

府表示，孫氏才是國民認可

的領袖，而不是僅僅一個黨

派的黨魁，他其後 1929 年又

重申此點，並指即使當時有

「反國民黨」勢力主政，仍

不阻其「欽慕孫中山」。11在

張季鸞眼中，孫氏是拯救國

民脫離列強欺負、振興民族

的偉大人物，對其的讚美非

常明顯，在文章也提到全體

國民應要記住孫氏。所以，

張季鸞雖然身在北洋政府勢

力範圍，但其紀念孫氏的立

場卻跟廣州的國民黨一致，

他眼中的孫氏是「有世界的

價值」的偉大人物。 

 

不過，是否要國民對孫氏作「神」一樣的敬拜，該報就對此保留。該報在 1928

年的忌辰紀念社評早已指出南方出現「偶像化」，及後在南方出現一些因為要建

孫氏紀念設施而要拆遷房屋的新聞，就令張季鸞看不過眼。雖然他未在忌辰紀念

上批評此做法，但在同年 11 月就借誕辰紀念來大肆批評，明言「偶像化的紀念

中山，為絕對不可，而凡言紀念者，須紀念中山先生之精神，紀念其革命性」。12

他的宣言，不單反映到孫氏的國家形象日漸成形，還要出現與北洋政府態度截然

不同的紀念熱情，所以《大公報》在幫助塑造孫氏偉人形象同時，亦提倡大眾要

以正確方式，理性紀念這位偉大人物，而不是因出於自己利益而作神靈式盲目敬

拜。不過張季鸞的擔憂，似乎在北伐成功後逐漸成真，後文會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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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四週年紀念〉，《大公報》天津版，1929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12

 〈社評：所以紀念孫中山先生之道〉，《大公報》天津版，1928 年 11 月 12 日，第 1 版。 



2. 北伐完成至抗戰爆發前 

 

在北伐完成後，國民黨取代北洋政府成為統治全中國之領導人，紀念孫中山的規

格得以大大提高，紀念城市增至十多處。13國民政府在奉安大典時已經有意制定

不同宣傳方案，並透過口號營造他成為媲美堯舜的「至大、至聖、至德」的總理

形象，後來又透過總理紀念周，將制度化紀念融入生活中。14儀式、規定也透過

《大公報》紀錄而顯示出來，流程包括向黨旗、國旗、遺像行三鞠躬和恭讀遺囑，

旨在通過重複性的神聖儀式營造孫氏高貴形象。15每年忌辰的宣傳、政要致辭等，

會根據不同政治訴求進行具體規定，相同儀式在不斷操演中被賦予政治內涵。 

 

1929 年孫氏忌辰是東北易幟後的第一次紀念，國民黨在南京、北平等都有盛大

紀念活動，但當時軍閥殘餘未除，共黨勢力又崛起。南京方面國民黨中央黨部辦

紀念會，儀式包括奏哀樂、唱黨歌、行禮讀遺囑、奏哀樂、讀祭文、奏樂等，中

山陵也舉行植樹禮，蔣介石等政要出席，他在祭文中表示：「哲人長往，列強耽

視，軍閥橫行，華胄存亡，一髮千鈞，痛念遺囑，稟承奮鬥，團結一致，國軍北

伐，摧枯拉朽，奠定寰區，敢云成功。」于右任演說也道：「四年前總理停靈地

無著，要求中央公園求而不得，李協和因之大罵段氏代表，當時情形，何等可憐。」

他續說因北伐成功中國統一，才能有體面地紀念孫氏，二人都將未能盛大紀念歸

咎於軍閥勢力作怪。16 

 

北平方面，在市內多處都有植樹和設壇致祭，其中上午官方主辦太和殿各界紀念

大會，五千位農工商學各界及黨員掛黑紗、佩白花參與，儀式包括鳴砲、升半旗、

奏哀樂、向黨國旗行三鞠躬、向遺像行三鞠躬、恭讀遺囑、靜默三分鐘、主席獻

花圈、讀祭文、代表致辭及演講、喊口號等。同樣地，主席谷正鼎、張清源皆指

責軍閥禍害全中國，呼籲國民要謹守孫氏遺志掃除軍閥。谷說：「今日紀念總理，

［……］應認識總理十三年改組排除腐化投機分子之精神，［……］下層工作做

好，革命前途自能日益開展。」張也說：「現在黨內的反動勢力均已團結一致，

向革命勢力進攻，革命者應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與反革命者奮鬥。」大會口號

除了有「誓遵總理遺教」，也包括「取消不平等條約、撲滅中國共產黨、打倒西

山會議派、［去］除無政府黨、肅清一切反動勢力」等，矛頭直指軍閥和共黨。17 

 

以上言辭皆營造孫氏成為打倒軍閥、共黨的領航者，以告訴黨員和國民要完成孫

氏心願建立統一的國家，蔣氏在紀念同時亦不忘指責「反革命者」，需要透過《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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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先生逝世紀念會久而彌盛〉，《大公報》天津版，1931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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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恭忠，〈孫中山崇拜與民國政治文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 年 12 月，頁 101 至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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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留寶、張潔，〈紀念活動與政治表達：南京國民政府對孫中山的紀念（1937—1945）〉，《蘭

合世界》，2013 年 7 月，頁 39 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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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昨日之紀念大會 中央黨部與飛機場〉，《大公報》天津版，1929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17

 〈中山逝世四週年 北平紀念會詳誌〉，《大公報》天津版，1929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理遺囑》來提升士氣。國民黨認為軍閥和共黨是阻礙革命進行的反動派，有違孫

氏建國目的，所以需要利用正統去爭取自己的合法性，告訴反動者既不要妄想拉

倒國民黨，也不要跟孫氏作對。在這幾年間，陸續有地方政府代表在孫氏忌辰紀

念表達支持孫中山及反共反軍閥的訴求，包括 1931 年的北平和西安紀念大會。18 

 

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孫氏紀念仍然繼續，形式上大同小異，只是主題上變成

日軍侵華帶來的國難，此舉令孫氏的象徵變為保衛民族的救星。例如 1932 年即

九一八後的首次孫氏忌辰，汪精衛致辭中反覆提及日軍帶來的國難，並謂：「我

們今天紀念總理，必要把總理所預料的國難設法打破，才不愧為總理的信徒，我

們對於日本的侵略，要堅决抵抗。」19往後幾年汪精衛在每年同一儀式說著相近

的說話，他認為只有國民依孫氏精神跟日軍進行消極抵抗，並且要學孫氏「和平

奮鬥救中國」，這樣才令孫氏死而無憾。上面的演辭清楚指出救國的主要途徑是

靠《總理遺教》，孫氏就是帶領國民對抗日軍的苦海明燈。事實上，汪氏將孫氏

跟應對日軍侵華拉上關係，只不過是以對方作為幌子，為蔣氏安內攘外政策作為

辯護。20所以不難理解為何汪氏在 1935 年孫氏忌辰說要著重剿匪：「救亡圖存的

工作，治標莫急於剿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產建設。」21  

 

至於《大公報》社評方面，因天津被國民黨接管，篇幅上有重大變化，例如 1929

年忌辰當日除了有一大版專題報導，在後面幾頁都有地方紀念情況，貫徹反映該

報支持孫氏的立場。雖然該報擁護蔣介石，反對向日本宣戰，不過從社評而說，

並非每時都緊貼蔣介石，反而堅持其理性態度。在九一八之後，該報沒有如國民

政府大肆批評日軍行徑，而是反思國難發生的內部原因，提出真正的孫氏形象和

切實的救國方法。在三十年代初期紀念社評，張季鸞主要針對兩件事，第一是國

民黨內分化嚴重，第二是孫氏紀念過度「偶像化」，他指這些都是違反孫氏遺志，

導致國家淪落。1931 年社評引前一年中原大戰和共黨作亂，批評黨內不團結： 

 

此曹之收穫，良有其自取之道，然當其週旋舞台之際，就民衆觀之，固未嘗不樹國

民黨之旗幟，而標中山先生之學說也。在同一旗幟同一教義之下，迭成對壘斫殺互

相背馳之局。黨國之不幸，抑豈先生所能料及。一言以蔽之，其病在將此開國偉人

過度偶像化故也。先生黨徒誦遺教者日多，而先生之精神，似轉有日就淹沒之慮，

此為今日最堪危懼之現象。［……］今日黨國上下，無間朝野，評人衡己，無不摭

取先生之片言斷語，以為引證，大抵心中先自預存一種成見，然後比附先生遺言之

類於已說者，標而出之。行同號而行軍祭，不敬莫甚於此。先生在日因楊劉標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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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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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先生逝世七週年 南京舉行紀念大會 汪精衛之沉痛演說〉，《大公報》天津版，1932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民國史》第八卷，北京：中華書局，

2011 年，頁 17。 
21

 〈中央紀念會汪委員報告〉，《大公報》天津版，1935 年 3 月 13 日，第 3 版。 



黨之旗號，閥割據之實，曾面斥曰：「你們戴着我的帽子，糟蹋我的家鄉。」先生

有知，對今日之滔滔者，當必斥以：「你們戴着我的帽子，糟蹋我的學說」矣。
22
 

 

這番話在往後三、四年都是差不多，雖然這些社論都跟國民黨政要在忌辰的致辭

一樣都是指著國民黨說的，但兩者的分野就是在於張季鸞的具體批評對象，並不

是政要眼中個別所謂的「反動勢力」，而是針對所有國民黨員去說的。他認為，

國民政府為繼續建立威信，繼續拿孫氏作為象徵國家的護身符，表示孫氏即是權

威，要切實遵照孫氏指示才能完成國家大事，但自己卻是腐敗不堪，糟蹋孫氏的

家鄉。更重要的是，社評沒有如蔣氏等政要將共黨和日軍成為其眼中釘並加以指

責，反而倒過來批評那些外來的禍害都是「自己人」帶來的，因為他們內亂緣故，

自耗國力，招惹煩惱，跟孫氏作對、阻礙革命進行的，就是國民黨自己。 

 

故此他再次指出，真正孫氏之國家形象，並不是只停於弘揚「三民主義」的民族

圖騰，也不是政府口中的「至大、至聖、至德」的守護神，而是其背後的「三民

主義」中的民族、民權和主義本身。國民更不應一邊口說孫氏遺志，一邊興波作

浪製造混亂。真正的紀念孫氏和對付外界威脅之方法，就只有「一致的公忠廉潔，

謹愼勤苦，以奉行中山先生之主義，對民政及軍政，有大刀闊斧之改革，法紀嚴

明，人民樂業，全國政治上軍事上，確蒸蒸日進，則外患必不來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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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六週年〉，《大公報》天津版，1931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23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八週年〉，《大公報》天津版，1933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3. 抗戰爆發期間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但孫中山紀念不單沒有停止，反而還擴大紀念。

國民黨認為要救國民脫離險境，還需要借紀念革命先驅號召國民抵抗。國民政府

1939 年起在孫氏忌辰紀念的基礎上新增「國民精神總動員」活動，又訂立活動

綱領和實施辦法，及邀請蔣介石當精神總動員會會長，帶領國民以孫氏倡導的八

德做好精神建設，以達成愛國愛民族之情操，以及抗日救國。在《國民公約》中，

孫氏的三民主義擺在第一條，置在抗日承諾之前，以示孫氏精神之重要。24在活

動綱領中的第四條「建國之信仰」，三民主義是被視為抗戰的信仰基礎。25 

 

至於 1942 年紀念大會，教育部長陳立夫宣稱國民能夠抵擋日軍頑強存活，是因

孫氏教導國民的三民精神，其中「民族」賦予生命力、「民權」賦予組織力、「民

生」賦予生產力。26以上文本都見到國民政府有意將孫氏精神，融入以抗日為本

的生活當中，同時讓國民以另一種方式紀念孫氏，他們就算在忌辰當日參與總動

員，都被視為等同參與紀念孫氏。因三民主義已跟抗戰拉上關係，且蔣氏將抗戰

定位為民族存亡之戰，所以孫氏在這時候成為民族主義的代表人物，孫氏的符號

核心就變了凝聚民族、激發愛國的精神。27 

 

國民政府同時仍維持往常紀念儀式和造林運動大會，儀式沿襲抗戰前流程，這表

示孫氏紀念已達恆常化，政要致辭是和抗戰有關，例如 1939 年居正「紀念總理

要堅持抗戰」的報告，貫徹往常將意識形態帶入偉人紀念之中，使孫氏形象更立

體。28到了 1940 年官方紀念活動更由早到晚舉行，場面盛大。當時的《大公報》

報導中的忌辰紀念和總動員活動，大都是正面健康的場面，少了肅穆的儀式氣氛。

這樣其實都是配合「國父」是國民精神之源的形象，便於進行抗戰動員。29 

 

今日為孫公逝世十五週年及精神總動員週年紀念日，上午有紀念會，各界在郊外數

地分別栽植孫公紀念林，下午軍警檢閱，體育及滑翔表演，晚有盛大提燈會。預計

萬人空巷，盛况空前。［……］渝市則定十二日下午六時半起分中央區及三個分區

分別舉行紀念會，會畢火炬遊行，中央區暨各分區行列均在指定地點會合，啣接出

發，以兩路口為解散地點。［……］中央區開會儀式：㊀宣告開會，奏樂。㊁主席

就位。㊂唱國歌。㊃全體向國黨旗及總理遺像行最敬禮。㊄主席恭讀總理遺囑。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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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公約〉，《大公報》重慶版，1939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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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精神總動員 動員綱領辦法及國民公約公布 國防最高委員會宣布開始實行〉，《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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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陳嘯軒，〈中共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香港：《蘋果日報》，2011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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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總理逝世十四週年 中央國府昨開會 造林運動大會同時舉行 各地分別開會紀念〉，《大

公報》重慶版，1939 年 3 月 13 日，第 2 版。 
29

 〈陪都盛會 紀念精神總動員二週年 體育表演千人合唱 蔣委員長親臨檢閱 中樞紀念國父忌

辰〉，《大公報》重慶版，1941 年 3 月 13 日，第 2 版。 



為抗戰陣亡將士及殉難同胞靜默。 唱精神動員歌曲。㊇請蔣會長為國民精神神總

動員週年紀念向國內外同胞廣播訓詞。㊈唱領袖歌。㊉國民精神總動員會張書長宣

讀國民公約及誓詞，全體循聲朗誦。（十一）開始火的巡禮引火。［……］（十二）

巡行火源。［……］（十三）火炬遊行。［……］（各區開會秩序從略）
30
 

 

到戰爭中段，日本扶植汪精衛政權，蔣氏予以聲討和反擊，在那時候孫氏同時被

南京汪氏和重慶蔣氏抬舉成為「神」一樣的人，目的就是樹立權威，孫氏的政治

符號透過兩邊紀念而表露無遺，進一步深化成為各自的國家象徵。汪氏自認為是

孫氏精神的正統繼承人，而在蔣氏那邊就成為團結黨內外志士和全體國民的帶路

人，以激勵各界一致向外抵抗。在重慶國民政府在 1940 年尊稱孫氏為國父時，

汪氏亦跟隨頒布《尊崇中華民國國父致敬辦法》，要求所有集會場所掛孫氏遺像，

民眾在那裡舉辦活動前要背《總理遺囑》。身在重慶的政要當然把握機會作出反

擊，除了推行《國父紀念週暨國民月會合併舉行儀式》，定立唱國歌、向孫氏遺

像三鞠躬、讀《總理遺囑》等儀式規定，他們在紀念會中亦批評汪氏等「偽政權」。
31例如 1941 年的官方紀念，吳敬恆和于右任都不點名指責汪氏的行為。32 

 

其實這些人急不及待指責汪精衛，源於汪氏所創立的各政體機關跟重慶的幾近一

致，還要拿孫氏奉為他們的國父，嚴重影響蔣氏在重慶以至全中國的統治權威與

合法性。不過兩方都爭奪孫氏的國家形象，大多能夠反映孫氏在其去世後，已經

被政要成功抬舉和「神化」，本來從一位已死去的普通人物，躍升為媲美歷代帝

王的國父，國父尊稱的出現，不止是各界對其革命建國的事蹟懷念，亦是國民黨

一貫政治包裝的成果。在重慶蔣氏方面而言，如果不利用孫氏及加強宣導其國家

象徵特色，例如額外辦「國民精神總動員」以擴大參與對象，就不能凝聚國民及

開導民族思想，達成各界維護政權的效果。 

 

正當官方拿孫氏紀念去進行抗戰動員，鞏固威信之時，《大公報》也有在每年紀

念社評中配合官方口徑進行動員，有時還開紀念專號邀請名人撰寫評論。不過他

們著重之處，依然在於希望國民反思體制腐敗和敵人入侵的關係，在抗戰頭幾年

張季鸞依然做主筆的時候，都是批評黨員、官員曲解孫氏精神和食古不化，成為

國家發展重大障礙，必須盡快修正，並團結一致謀民族幸福。 

 

孫先生是中國民族偉大的領袖。但領袖的偉大，畢竟屬於領袖。我們如不努力，則

徒辜負領袖，辜負主義。具體的說，假令孫先生逝世後，人們都照孫先生那樣純誠，

那樣奮鬥，中國國力，一定比現在大得多。孫先生的主義，早是中國建國的正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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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孫公忌辰 精神總動員週年 今晚紀念會並火炬遊行 蔣會長向國民廣播致訓〉，《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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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鋒，〈先生、總理與國父——孫中山尊稱的歷史考察〉，《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6 年第 5 期，頁 11 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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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註 29。 



針了，但我們大家奉行的人，或者熱誠不夠，或者見識不夠，或者在革命名義之下，

而行爲竟官僚化軍閥化。當然建國的障礙，本來不少，而最大的障礙，毋寧說就在

我們自稱奉行孫先生主義的人們自己的精神與行為之中。［……］我們大家，今天

紀念孫先生，不能專在中山全書中，讀理論，記文辭，我們必須要以孫先生一生之

精神行為為師表，為模範，我們要常常自省自勉。特別希望政府在抗戰中，更明法

紀，嚴賞罰，在三民主義之下，必須使舊時代之頹廢自私甚至貪婪瀆職之賸餘的惡

風，完全一掃。在抗戰中，不只要更昌明中山主義，而更需要普及中山精神，這必

須兼賴法紀賞罰的國家權威，方可以收到圓滿效果。
33
 

 

張季鸞在抗戰開始至其 1941 年去世，一直將孫氏塑造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偉

大的革命導師，並不斷重申孫氏推翻異族統治，從敵人手中解放出來，後來重慶

總動員活動開始，更是不斷強調孫氏精神思想之應用，他這樣的辭令，跟蔣氏在

忌辰紀念活動演講的處理手法大致相同。雖然他沒有批評蔣氏借 1939 年起的總

動員來建立威信的行為，甚至不時引用蔣氏說辭並擁護，但不代表他偏袒對方。

他認為，過去國民政府只是表面渲染孫氏成為國家象徵和做政治包裝，但沒有將

其精神貫徹在行政當中，致使體制效率不足，再加上跟軍閥和共黨的鬥爭及分化，

跟孫氏國家民族內外統一的願望離開得愈加遠。在此之下，他一遇到孫氏紀念日

子，便立刻批評「黨員官吏及全國國民」所作所為，並呼籲他們在憤恨敵人的同

時，更要對自己囫圇吞棗和借孫氏之名行自私行為作出反省。 

 

或許當時會有人質疑張季鸞是借孫氏來表達親蔣和支持其他蔣氏的政治宣傳，但

從社評內容觀之，無論是汪精衛抬舉孫氏，抑或是蔣氏過度崇拜，他都不贊成，

他所提出的，仍是希望國民融會貫通，利用孫氏思想，理性研究抵抗，並要從整

體利益出發，團結紀念。他死前的社評，大概有三個方向。第一是強調孫氏的主

張和遺言都是救國的不二法門，他冀望民眾明白孫氏的所言所行，甚至他們過去

不斷背誦的《總理遺教》，也是為民族而設計的，並非用於爭取自己在群體中的

話語權，所以絕不能用於增添光環，也不宜用於批評政敵。第二是紀念孫氏，即

為國家為民族而負責，亦代表要有犧牲的可能，凡自稱要跟隨孫氏的人，都要有

思想和行動上的準備，透過孫氏的教訓做好「反侵略」的應對，並全力支持和慰

問前線抵抗的軍民，因為他們是真正實行孫氏精神的人。34 

 

第三點也是重要的一點，他呼應重慶總動員活動，指總動員是給予國民精神建設

的機會，強調「孫先生的精神不死，他的精神在領導我們抗戰，領導我們建國，

一定要達到勝利與成功之域」，所以勸勉大眾要做好精神建設，實行理性的愛國

主義，並「一定要有復失地、盡責任、驅敵軍、誅逆奸的志氣，戰能勝，建成不

                                                      
33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三週紀念〉，《大公報》漢口版，1938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34

 〈社評：孫中山先生逝世十四週年紀念〉，《大公報》重慶版，1939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可侵侮的國防，求得中國的自由平等，以完成國父未竟之業」。35自張季鸞去世

後至抗戰勝利，繼任人王芸生都是循這個方向展開討論，標題上均與「精神動員」
36有關，重申「政府當初選定國父逝世紀念日來實行精神動員，就有特別的意義，

希望國民至誠接受國父的遺教，奮發努力，克服困難，達成抗建的任務」，37社

評想表達的是想國民從起居習慣做起，徹底應用「國父思想」，「只要大家真知真

行，切勿再空喊口號」，這才是真正紀念孫氏。 

  

                                                      
35

 〈社評：國父忌日與精神動員〉，《大公報》重慶版，1941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36

 1942、43、45 年孫氏忌辰《大公報》社評分別是：〈精神動員！〉、〈加緊動員爭取勝利〉、〈篤

實踐履精神動員〉。 
37

 〈社評：篤實踐履精神動員〉，《大公報》重慶版，1945 年 3 月 12 日，第 2 版。 



4. 討論：官方與《大公報》在營造孫中山形象的背後 

 

從上面近廿年來的官方忌辰紀念儀式和活動，與及《大公報》同期的社論，可以

見到他們雙方對孫中山作出的評價和形象塑造。在孫氏去世到國民黨蔣介石北伐

成功前，北洋政府冷淡處理孫氏紀念事宜，並認為其只是「黨派的黨魁」，而南

方國民黨和《大公報》則對孫氏形象作出一致的立場，皆認為孫氏是拯救國民的

偉大人物，並呼籲國民作出紀念。不過《大公報》一直強調的是，是要正確方式

理性紀念，不能對其做出「神」一樣的敬拜，也不希望出現「偶像化」，可惜他

們的擔憂最後成真，而且在營造孫氏國家形象的方式上，跟國民黨出現分歧。可

以說，雙方的確同時「唱好」孫氏，但過程和手法各有不同。國民黨眼中的「孫

中山」是「個人崇拜」的產物，即使因要紀念孫氏而侵占他人權利或者「搶光環」

也在所不惜；但《大公報》顯然不認同這種手法，堅持要「融會貫通」紀念孫氏，

並且將其遺教真正地以具體方式踐行出來。 

 

這背後反映到雙方背後價值觀的衝突，甚至是政府和傳媒間的不信任狀況。蓋因

國民政府一直想尋找統治的合法性，並想透過民族主義來獲得國民認同38，但像

《大公報》的傳媒卻想實踐「第四權」，除了施行其社會責任，亦充當國民的喉

舌，在爭取新聞自由的同時，偶爾嘗試同時爭取全面的自由民主，有時更為了保

持其新聞專業，而不惜跟當權者作對。39所以，雙方的底線如果被觸碰，就會引

起不少風波。本文提及官方與《大公報》營造孫氏形象時歧見，已算是溫和，他

們的分別只是營造手法的不同，但他們都是支持孫氏。 

 

張季鸞接手後的《大公報》一直堅持的是「四不方針」，即「不黨、不賣、不私、

不盲」，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唯一效忠的就是自己的新聞專業，這是該報營運的

重要支柱，不難明白當該報見到一些社會不公、官吏腐敗等影響社會的事情，便

會挺身而出，他們見有人為紀念孫氏而要拆民居，作出批評是自然不過的事。該

報曾經有多次公開批評國民政府所作所為，又先後批評吳佩孚、汪精衛，甚至亦

曾批判蔣氏在「清黨」中誅殺青年和娶宋美齡為妻的事件，不過最終只引起國民

黨員和政府的不滿，繼而不了了之。而張季鸞則因自己做過孫氏秘書，以及其與

蔣氏幕僚陳布雷、于右任是朋友關係，而獲蔣氏理解，後來更成為知己。40 

 

除了《大公報》可以因張、蔣關係而得以避過當局打壓之外，《申報》等其他大

型報紙，則因不同磨擦常被蔣氏視為眼中釘，顯然比前者倒楣。著名的例子就是

《申報》史量才在蔣氏 1931 年第二次下野時發表〈歡送〉，諷刺其領導能力不佳

                                                      
38

 姜義華，〈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及新階段〉，《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 年 12 月，頁 60 至 64。 
39

 李金銓，〈回顧《大公報》和張季鸞的文人論政〉，《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5 年 10 月，頁

18 至 23。 
40

 黃昆章，《被扭曲的民國報人史：張季鸞、范長江們的筆下人生》，臺北：獨立作家，2016 年

1 月，頁 48 至 62。 



導致腐敗嚴重，後來又反覆批評國民政府「圍剿」行動和黨員挪用救災款項之事，

最後不單沒有得到蔣氏的諒解，更惹來殺身之禍。其實，《大公報》在張季鸞去

世後亦不是好好過，其接班人王芸生在 1943 年因發表《看重慶，念中原！》社

評，批評國民政府腐敗行為，竟然遭對方停刊三天，蔣氏亦沒有網開一面。41 

 

事實上，這與國民政府的統治合法性息息相關。自從孫氏推翻滿清之後成立民國，

美其名驅除了韃虜，建立了中國人治理的國家，但從北洋政府時期到抗戰期間，

國民政府並非很堅固，由於過去軍閥林立、貪腐問題，再加上國民政府管理的地

區非常多，致使無法一時有效建立到管治合法性，這逼使政府做出多種措施維持

其統治，自三十年代起，國民政府實行表面訓政，實為一黨專政的手段，即為出

於上述原因。另外，營造孫氏符號是積極性方法，而管制傳媒、成立黨媒等則是

消極應對傳媒潛在叛變危機。42這可反映官方與傳媒的衝突經常發生的原因。 

 

回到孫氏符號的話題，雖然《大公報》借孫氏紀念去批評政府和官吏「偶像化」

孫氏，但如果細心留意其手法，亦可以看到該報其實都是抬舉孫氏。大陸新聞學

者劉洋在研究 1926 至 28 年《大公報》指出，他們「以之（孫氏）為鏡鑑批評其

心目中偏向之國民黨」，並謂這是過往皇帝時代書生論政、「致君堯舜」的延續，

意思是他們要通過「神化孫中山」才能有效地規勸蔣氏。43筆者無意評論劉先生

的敘述，但想到的是如果按照劉先生的說話，這樣顯示到《大公報》的「神化孫

中山」，跟其反對國民黨做「個人崇拜」之言論，那就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了。

同樣衍生的問題就是，究竟這個孫氏紀念與符號是屬於誰？是國民政府？是《大

公報》等傳媒？還是其他人？如果要得到答案，恐怕要花費更多時間研究。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誰來爭奪，至少證明到孫氏在死後已經是國內人人尊敬，

獲得極大讚譽的偉人，並有能力擠身在國家象徵之列，他們覺得孫氏為民族存亡

而鞠躬盡瘁，在這個軍閥坐大、外敵入侵的時期，是團結民眾的力量，因此要被

後人景仰和歌頌。正如文首所講，即使有些地方沒有官方儀式，或者民眾沒有參

與過孫氏葬禮等身後事，他們至少也可以透過官方宣傳和閱報了解孫氏的事蹟，

政府和傳媒在這裡發揮引導輿論的作用。透過宣揚孫氏事蹟作為紀念，至少可以

令政府更易被認同，而傳媒或許可以多售出幾份報紙。總之，在印刷術日漸發達

的中國，不同方面都用自己話語來介紹民族的象徵，並將國家民族思想緊扣一起，

不單可以得到外界認同，而且可以提升身價或維護自己權益。 

  

                                                      
41

 唐小兵，〈報人張季鸞與史量才的異途殊歸〉，上海：《東方早報》，2013 年 5 月 28 日。 
42

 曹立新，〈抗戰時期新聞管制與報人言說〉，《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0 年 8 月，頁 34 至 42。 
43

 劉洋，〈偶像與鏡鑑：新記「大公報」的孫中山形象呈現（1926—1928）〉，《江蘇省首屆傳媒

學科研究生論壇論文集》，2014 年 12 月，頁 298 至 305。 



5. 結語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曾經說過，民族主義以及國家象徵的出現，在於那國

國民的「想像」，他們亦「想像」為國而亡的先烈是好的。在近代中國，隨著西

方印刷技術的引入，以及時代變遷帶來的新文化運動，「中國人」概念逐漸浮現，

並且將這概念透過各方式的包裝，展示給下一代看，「國父」就是其中的一種。44

孫中山死去時身份只是政黨領袖，後來國民黨決定從上而下將孫氏塑造成功至高

無上的人物，並透過各種儀式、葬禮及紀念等，加上當時不同媒介的宣傳，成功

將「國父」植入孫氏身上，並且導入大眾記憶為一種能夠「想像」的人物，並將

其三民主義和民族主義掛勾，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載體。 

 

本文談論的，是孫氏如何透過死後的紀念，成為今日見到的國家象徵，本文的孫

氏塑造參與者，不只是國民黨官方，傳媒亦有份參與，張季鸞的《大公報》是其

中一個例子。我們見到，兩方面都一同營造孫氏的神聖形象。國民黨方面，除了

每年恆常化辦忌辰紀念，亦隨時代背景去填塞不同的政治內涵。《大公報》方面，

是透過社評，將主筆自己所觀察的、所認識的價值融入其心目中的孫氏形象，再

配合每年的紀念日表達出來。不過我們發現到，《大公報》縱然同時「唱好」孫

氏，但他們還是堅持要「融會貫通」紀念孫氏，強調「不只要更昌明中山主義，

而更需要普及中山精神」。最後更知道，國民政府和傳媒的背後價值觀衝突，並

不是想得太簡單，部分傳媒實踐「第四權」，卻付上了沉重代價，只是張季鸞因

跟蔣介石的微妙關係，才能夠脫險。不過這也證明到孫氏在死後已經是國內人人

尊敬，獲得極大讚譽的偉人，並有能力擠身在國家象徵之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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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菡，〈Benedict Anderson 書摘：我們為何迷戀民族國家〉，香港：《端傳媒》，201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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